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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信息发布手段探析

黄春平

摘　要：简牍作为信息载体而存在前后至少有千年之久。在简牍流行的汉代，官方传播系统中的一些

文书内容有时需要公之于众，在没有现今发达的通信系统的情况下，这些文书信息是如何宣之于众的？结

合史籍和简牍资料的考证，发现当时有书壁、挂壁、宣讲、传阅等四种基本信息发布手段。这四种手段在

当时使用最多，也最为常见，帝国政府利用它们宣达诏令、公布政策法规，从而实现了朝政信息的上传下

达，维护了其集权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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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牍作为中国的文字载体，早在商周时代就已经出现，到战国时期已成为主要的书写材料。东汉以

后尽管新的书写材料纸开始出现，但它的全面推广从而使简牍绝迹则是在公元四世纪左右，也就是说

直到晋代以后简牍才渐渐退出历史舞台，这样，作为信息载体的简牍其流行前后长达千余年之久。

简牍时代，并没有广播、电视、报纸等纸质或电子手段来进行信息的宣传和发布，当时官方是通过

什么传播手段来将笨重不便的简牍所载的内容公之于众的？本文试图以汉代为例，对其基本的传播手

段进行描述。

其实汉代并没有我们当今传播媒介的观念和概念，当时上自皇帝，下至各级官吏，为了实现对帝国

的治理，都经常需要发布各类让公众知道和了解的法令、规章、通告、条律等，这些内容非常重要，

大至朝代的更迭，年号的改元，叛乱的平定，小至一县一乡的告谕，均需要让臣民知道。所以一般都

在下达的文书中特别注明：“布告天下，咸使闻知”、“露布天下”、“写移檄到，具写檄扁口口亭隧高

显处，令吏卒明”等等，要求公开化传播，以将信息公之于众。

我们以文书中这些特别性的标注为线索，结合有关史料，考察发现汉代常用的信息公开手段有四

种：书壁、挂壁、宣讲、传阅等等。它们在当时的使用频率非常之高，传播影响也非常之大。正是公

开化传播的特点才使它们具备了早期传播媒介的特质，成为当时政府沟通上下的重要传播手段。问题

是这些不同类型的传播手段在当时是如何将信息公之于众的？下面分别予以述之。

一、书　壁 （题壁）

将信息书写于街亭显要处的墙壁或门壁之上进行公开发布，即书壁，也叫题壁，它是汉代诏令布告

的公开发布方式之一。甘肃敦煌悬泉置遗址出土的 《四时月令诏条》是保存至今的汉代题壁的最好实

物例证。

敦煌悬泉置是西汉河西要道上一家集传递邮件、传达命令、接待宾客为一体的驿置机构，也是丝绸

之路的重要枢纽。这封诏书是西汉平帝时太皇太后发布的一项诏文，它是安汉公王莽奏请和逐级下达

给群众的文书。文书的主体部分是月令五十条，主要围绕保护生态环境规定了四季的不同禁忌和须注

意的事项。它是迄今为止我国发现最早的一部关于环境保护的法规。诏书当时就题写于驿置的墙壁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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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以公之于众。

除了上面的实物 《四时月令诏条》外，《御览·卷五九三》引 《风俗通》佚文还记载：“光武中兴

以来，五曹诏书题乡亭壁，岁补正，多有阙误。”

由 “五曹诏书题乡亭壁”这条史料可以知道，到汉光武时期的诏书还存在着题写于亭壁之上的

情况。

实际上，有时对廉价的简牍弃而不用，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就只能将布告文字直接书写于门壁之

上，这就是书壁。上述记载的是东汉光武以来，当时很多的诏书一般都直接题于乡亭里壁之上或闹市

之中，但它后来改为先书于木板，然后再张挂。据姚福申先生的研究，到了唐代还有将诏令抄录书写

在大版上，然后还有 “当村坊要路榜示”［１］（２３）的情况。

大门、城门、桥梁、乡亭、烽燧等显要之处的墙壁或门壁都是书壁时信息的发布场所。

除了发布诏令之外，书壁还用于地方官府或军队发布告谕。出土汉简中出现的 “扁书乡亭市里高

显处”很多情况下就是发布一般的军事文告。这里的 “扁书”，历史学家陈盘深有研究。他认为 “扁”

有两义，其中一义是这样解释的［２］（９５）：

《说文 册部》：扁，署也。（段玉裁注：署者，部署，有所网署也）从户册，户册者，署门户之文

也。（段玉裁注：署门户者，秦书八体，六曰署书。萧子良云：汉高六年，萧何所定，以题苍龙白虎二

阙）。

这里陈指出了扁书的含义之一是题字于门户之上，即一般所说的书壁。

地方政府也用书壁来公布法令法规。史载东汉的王景为庐江太守时，他注意发展地方经济，训令百

姓蚕织，制订法令制度，“皆著于乡亭，庐江传其文辞”（《后汉书·卷七六·循吏传·王景传》），即

将这些法令制度写于乡亭之壁上，公之于民。乡亭之处，人多密集，所以能取得 “庐江传其文辞”的

良好宣传效果。

以上情况多限于官方朝政消息的发布。事实上，当时的起义军也善于运用这种手段来发布信息。东

汉末年黄巾起义时张角为鼓动群众进行起义宣传，“以白土书京城寺门及州郡官府”（《后汉书·卷七一

·皇甫嵩传》），即用白土将 “甲子”二字书写于京城以及州郡官府的大门上面。其目的是通过这样的

宣传告知天下百姓，“甲子岁”将有 “大吉”之事，到时会 “黄天当立”。这里张角借题壁以制造舆论

声势，动摇天下人心。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汉代的书壁还被用于民意上达。“诽谤之木”是古代民意的一种传达机制，

它始自尧舜时期，汉代还有这种情况。东汉应劭曾对此阐释：“至秦去之，今乃复施”（《两汉博闻·谤

木》），即秦代取消了这种书政治得失于桥梁边板的制度，到汉代又重新恢复了这种制度。书写政治得

失于桥板，意在表达意见、下情上达。

二、挂　壁 （悬书）

将文字书于木版、简册或缣帛之上，再将其悬挂于显要处，这种信息传播手段称为挂壁。之所以如

此，是因为简牍或缣帛用于书写，公之于众，只能悬挂，所以叫挂壁，俗称悬书。

挂壁也是汉代诏令布告的公开发布方式之一。

《御览·卷五九三》引 《风俗通》佚文明确记载：“（顺帝）永建中，兖州刺史过翔笺撰卷别，改

着板上，一劳而久逸。”这条史料中的 “改着板上”中的 “板”即 “扁”。即由原来的书诏令于壁改为

后来的书于板牍，再加以悬挂。这属于典型的 “悬书”。至于如何 “悬”，历史学家陈盘解释得很清楚：

“……简册之文县于门户者，皆可以扁称之。上引汉简之所谓扁是也。”［２］（９５）其大意是将字书于木版或简

册之上，再将其挂于显要处，即谓扁。这种扁就是悬书。

此外，东汉后期政论家崔萛在 《政论》中说：“里语云：州郡记，如霹雳。得诏书，但挂壁。”这

表明东汉时期地方官的文书，已超过皇帝诏书的力量。这里的 “挂壁”虽然有夸张之嫌，但据此可知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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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诏令还有先抄录于扁然后再挂于壁的情况。

汉代还用悬书 （挂壁）来公布法令制度。

挂壁用于公布法令的记载最早见于 《周礼·天官·大宰》（“正月之吉，始和布治于邦国都鄙，乃

悬治象之法于象魏，使万民观治象”。）和 《周礼·秋官·司寇》 （“皆以木铎徇之于朝，书而县于门

闾”），它是最古老的一种法令公布方式。将官法书于版或帛而悬于宫廷的门阙或里巷之门，以让吏民

熟知。

到汉代，还有这种传统。《淮南子·卷十三·汜论》中有 “天下县官法曰，发墓者诛，窃盗者刑”

的记载。专门记载典章制度的 《苏氏演义·卷上》记载： “县者，悬也，谓悬赋税户口法令以示于

下民。”

法令的公布是非常严肃的事情。法令悬于阙观，当时过往之行人都要遵守一定的礼节。后汉时期有

一个叫夜龙的男子曾经向兄夜阳要钱，因兄给的钱太少，夜龙想毁掉夜阳之家，于是故意 “持弓矢射

玄武东阙”，此事惊动朝廷各级部门。应劭时为太尉议曹掾，曾因此事向当时的宰相邓盛提出处理意见

时说：“夫礼设阙观，所以饰门，章于至尊，悬诸象魏，示民礼法也。故车过者下，步过者趋。今龙乃

敢射阙，意慢事丑，次于大逆，宜遣主者参问变状。”（《后汉书·卷一０七·五行志五·射妖条》引
《风俗通》）这里应劭谈到汉代的象魏并对其进行了说明，指出 “象魏”的主要功能在于 “示民礼法”。

所以过往之行人都要求做到 “故车过者下，步过者趋”。由此可见当时法令公布的庄严性。

此外，挂壁还可用作普通的告示来彰恶扬善。《后汉书》载，永元十五年，王涣为洛阳令。所治洛

阳政平讼理，发鏝奸伏。被京师称叹他有神算之能。他去世后，民思其德，为他立祠安阳亭西。乐府

诗 《雁门太守行》称赞了其治绩功德。其中有 “移恶子姓，篇着里端”句，“篇着里端”中的 “篇”，

《说文》是这样解释的：“篇，书也，……谓书于简册可编者也。”据此可知其大意是洛阳令将横行不法

者的姓名书写于简册，公布于里门上端醒目之处。

类似的情况 《汉书》还有记载：“悬于都市，编书其罪”（《汉书·卷七七·诸葛丰传》）。唐代颜

师古的解释是：“编谓联次简牍也”，意思是将其罪名写于简牍上面。然后连同尸首一起悬于都市以示

众，使四方之人知道为恶所得到的惩罚。这里的信息很可能是以悬书的方式公之于众的。此两例都是

以悬书来昭示恶行，警示百姓。

挂壁除了彰恶之外，还可用于扬善。其中 “扁表”最为典型，它是一种将文字写于木牍然后公之

于众的信息发布方式。东汉许慎的 《说文》是这样释 “扁”的：“署也，从户册；户册者，署门户之文

也。”其大意是将简册之文悬于门户。在封建社会，那些维护和遵守封建伦理道德、政治规范政绩显著

者，多被赏以匾额，称 “扁表”（《后汉书·卷一一八·百官五》）。获得官府或百姓的扁表是一种很高

的荣誉，这种 “扁表”也以 “挂壁”的方式出现。

三、宣　　讲
宣讲，即由政府派官吏向民众口头宣布、讲解或讽读。宣讲这种方式主要用于诏令、朝廷及地方政

府律令或制度的宣布、传达与解释。

宣讲的内容多以诏令为主。当时西汉的颖川太守黄霸做得最有特色。他 “以宣布诏令治民”，当时

在其所治之处出现了 “道不拾遗，男女异路，狱中无重囚”的良好政绩。黄霸因此得到孝宣皇帝的封

侯赐金之赏［２］。

除了诏令之外，有时地方政府的制度与律令也以宣讲的方式来传布。东汉的陈蕃在上疏中曾建议

朝廷选用有仁爱、清贤、奉公之心的官吏去班宣朝廷的法令政策，这样就可以根本不动用军队而使贼

患弥息［２］，可见宣讲的重要性。而宣讲人既有朝廷的专使来 “宣扬国命”（即传达和宣讲朝廷的政令）

（《后汉书·赵岐传》），也有刺史专门周行郡国 “班宣”诏书 （即刺史有时负责圣命的宣讲与传达。武

帝时期曾专门设置部刺史十三人，周行郡国，“班宣诏书”［３］）。有时太守甚至亲自奉宣诏书或组织专门

的官吏深入百姓中间进行宣讲与传达。如济阴太守孟郁修尧庙碑［１］，记载了孟郁奉行县到咸阳、奉宣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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诏书的事迹。武都太守耿勋碑［２］，也有奉宣诏书的相关记载。《汉书·卷八九·黄霸传》记载了太守黄

霸特别注重奉宣好诏令，他专门选择良吏并设置父老、师帅、伍长这些最基层的小吏和士绅来颁行律

令，分部 “宣布”，劝化百姓。《史记·张耳陈余列传》载受到诏书追捕的张耳、陈余两位魏之名士变

更名姓当着 “里监门”的差使，并因此凭借着基层官吏———里正卫的身份免于追捕，反将追捕的诏令

传达于里中。由此可见，在秦汉时代诏令类信息的宣布与传达甚至还可以由里正卫这类基层的小吏来

专门负责。

为什么需要宣讲？以诏书为例，文景以前的诏令文书语言质朴，容易理解。到汉武帝时期由于崇尚

儒术，所下诏令追求古奥［４］（５１）。武帝时期的公孙弘曾经指出朝廷下达的诏书律令，大多是 “文章尔雅，

训辞深厚，恩施甚美”，小吏浅陋寡闻，根本看不懂，更不用提全面完整地按照旨意进行宣达，其结果

是 “无以明布谕下”，即不能清楚明白地布告于百姓［３］。而东汉光武以后，诏令文书热衷于语言的雕

琢，追求典雅之文风［４］（５３）。正因为汉代的诏令类文书本身因行文的原因而可能存在着一定的理解难度，

所以在下达和传布的过程中有时派专人到民众中进行宣读、讲解，这样才可能使诏令类的文书信息明

白、清楚地传布于民众之中。

另外，很多时候宣讲也不排除宣传与灌输的目的。统治阶级为了实行教化，于是在信息的传布过程

中派遣各级官吏深入民众之中进行解说、劝服与宣传，以让民众理解和接受官方的各种教化，沐浴皇

帝的圣恩，从而达到教化民众的目的。《汉书·贾山传》载：“臣闻山东吏布诏令，民虽老羸癃疾，扶

杖而往听之。愿少须臾毋死，思见
!

化之成也。”王褒 《四子讲德论 （并序）》具体地描述了刺史勤苦

的 “宣布诏书，劳来不怠”（《全汉文·卷四十二》）后百姓晓喻圣德、沐浴皇恩的情况，这里的 “宣

布诏书，劳来不怠”主要是指刺史宣读、讲解诏书，勤苦不懈，所以才有百姓 “遍晓圣恩”的结果。

宣讲实际上是一种面对面的、一对多的人际传播。宣讲者要么是朝廷派遣的专使或刺史，要么是地

方最高行政长官太守本人以及太守委派的良吏，要么是专门负责民众教化的三老等基层官吏以及里正

等小吏，他们大多有着官方的身份与权威，代表着官方的意志，是官方的喉舌。

四、传　　阅
汉代尽管出现了纸张，但当时的纸还处于原始形态，并未广泛使用，而且缣帛贵重，所以当时的传

播材料主要还是以简牍为主，这就决定了当时不可能像后来那样以印刷的方式对信息进行快速复制和

广泛发行。但正是这种以简牍为传播材料的情况形成了当时的信息传播过程中特有的公开传阅制度。

公开传阅这种信息传播方式早在秦代已经出现。《睡虎地秦墓竹简·语书》载，秦始皇二十年 （前

２２７年）四月初二，南郡守腾发布了给各县道啬夫的文告，要求各县道将文告 “以次传”，但对江陵则

是 “别书江陵布，以邮行。”其大意是将本文告的内容 （“语书”）在各县依次传阅，而 “江陵”地区

单独邮行。

在汉代，文书简本身一般都有封泥槽，正常情况下在封印时都要将其捆束打结，如不用绳子捆结，

“仅将封泥捺入封泥槽内，其上用印即可，这应是所谓的 ‘露布’文书”［５］（１６）。这种露布文书 “露版以

宣众”，意在彰露、布告，将信息公开传播，通告各地［６］。它们多以板檄、觚檄的方式传行公布，实际

上是一种不缄封的公开传阅。

当时传阅的内容也比较普遍，从中央的诏令布告到边寨的军情通报，多采取这种方式。这方面的记

载很多。汉简中见得最多的是 “隧次行”的记载。如在瓦因托尼出土了一枚完整的檄书，属于觚檄，

它分三个版面记载了十二月辛未甲渠候长候史和十二月壬申殄北候长候史以及甲渠燧长的敌情报告［７］，

都尉府根据敌情宣布在这个地区内施行戒严并进入战备状态，该觚之第二面上端有 “广田以次传行至

望远止回”，要求将该文书从殄北候官的广田燧传阅至望远燧。

据汪桂海的研究，“凡 ‘隧次行’者，多为露布，即需要公开传递的文书，逐隧传递，意在沿途传

阅，寓传递与传阅两重性”［５］（１８５）。

值得指出的是，这种公开传阅有时还伴有 “写传”的机制。即原发文机构往往 “要求某处收到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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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后抄录一份，将抄件再传某处或依次再传数处”［８］（１２５）。传写一般按照行政级别由高到低逐层传抄，

传抄时不加封缄，逐级转达。如 《敦煌汉简释文》还载 “获虏写传至斥地”（１５４０简）“广武写传至步
昌陵胡以次行”（１８０９简），等等这种情况比较普遍。

写传过程中，下一级部门将上级的布告原件保存下来存档，而将其抄件再向下级部门传达，这就是

汉简中多次出现的 “写移书”，所谓写，即抄写、誊写。仿照正本誊写文书称写书。写移书是誊写后使

之运行的文书，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传抄本［８］（１７０）。可以说明当时的很多文告都是以抄件的形式层层

传递和发布。转抄能实现信息的上传下达，将信息传播到帝国各地。

五、结　　语
综上所言，题壁和挂壁都是印刷媒介出现之前的一种书写传播。题壁是在非常规性的信息载体———

壁上进行的，挂壁是书于简牍缣帛之上再悬挂于门 （或墙）壁之上。壁的存在之处既可是城门、里门、

桥梁、乡亭、市里，还可以是边境的亭燧等。它们多为公共场所，而且位置固定，材料坚固，以之为

依托，可以在公共场所长时间地昭示信息，而且还可以长久保存信息。信息传布到题壁和挂壁之所，

基本上实现了家喻户晓。

按照伊尼斯的媒介偏向理论，文字媒介倚重的是时间，它能流传久远。但它最大的缺点是在传播中

受到空间的制约，只能在固定的场所进行传播。正因为以文字传播为主的题壁与挂壁存在着这样的缺

陷，所以汉代还存在着另外一种能够跨越空间、破除传播场所局限性的信息发布手段，即口头宣讲和

传阅，利用它们实现了传播场所的扩散，弥补了题壁与挂壁这两种信息发布方式的不足。

依赖如上的这些信息发布手段，汉帝国时期需要公开传播的各种文书内容才最终实现了公之于众。

和我们今天的通信手段相比它们尽管非常原始，但在当时通过它们能将信息公开并大范围的传播和告

知，因而算得上是简单、有效的传播手段。

一位美国传播学者认为，罗马帝国之所以能统治辽阔的疆域，至少有一部分原因是由于它有一个

发达的、包括 《每日纪闻》在内的信息传播系统；而罗马帝国的灭亡，也与其扩张过甚，传播系统跟

不上去有关［９］（４）。

同样，汉帝国能统治辽阔的疆域达４００年之久，也与其有一套完整的自上而下的文书传播系统有
关。对此，王充在 《论衡·别通篇》中以 “萧何入秦，收拾文书”为例，说明 “汉所以能制九州者，

文书之力也，以文书御天下……”。可见东汉时人早就已经意识到文书传播系统在中央集权官僚体制中

的重要作用和独特意义。而在这个文书传播系统中一些特殊的文书如布告、檄文、露布、告谕等等都

属于一种带有原始性质的大众传播媒介，它们借助上述发布手段最后完成了信息的公开传布，及时地

实现了信息的下达。

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上述信息发布手段是汉帝国政府与不同阶层联系的重要工具，正是它们的

及时的公开化传达才使官方的统治触角从中央延伸到地方，从城市延伸到乡村，从而形成中央到地方

的治理 “网络”，实现了传播制度层面上的高度集权与统一，其历史意义相当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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